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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材在科学教育中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它不仅承载科学知识的系统传递，

更通过内容的组织与任务的设计，引导学生形成科学思维、发展科学素养[1]。然

而，如何使科学教材从知识载体转化为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生成的教学媒介，仍是

全球科学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2023 年，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中

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构建系统的科学课程教材体系，强化教材的

实践性与综合性，推动内容的结构化与情境化，以更好契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尽管课程改革普遍以核心素养和未来能力为导向，但研究表明，“中小学科学教

材偏向于呈现科学知识，对呈现科学本质的内容关注不足，仅有少部分开始关注

重要的科学方法”[2]。因此，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科学教材在“探究任务”与“科

学方法”呈现上的结构与策略，有助于揭示科学素养培养的多样路径，并为我国

教材改革提供分析框架与参照。

二、文献综述

（一）科学实践活动作为科学教材对接科学核心素养的关键

科学教材作为知识结构的组织者，承担着将课程标准中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

为学生可理解、可操作知识的任务[3]。这一转化不仅关乎知识的传递，更关系到

教材能否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形成科学探究的方法与批判性思维[4]。因此，在教材

设计中仅关注知识的覆盖范围是不足的；若缺乏系统性与应用性，学生往往难以

在学习中维持投入[5][6]。关键问题在于：这种系统性与应用性应当如何在教材中

实现？现有研究涉及科学教材的方方面面（如学习概念、非文本元素、习题设置、

语言特征、科学史、社会性议题）[7][8]，但在“学科实践”导向的课程改革背景

下，实践活动被认为是科学教材实现育人功能的关键环节。教材应起到学生学科

实践“助学伙伴”的作用，帮助其在探究情境中系统发展核心素养[9]。



科学教材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能否通过科学实践活动的设计，将知识学习转

化为学生主动探究与意义建构的过程。若探究任务缺乏情境支撑或逻辑层次不清，

教材中的探究活动往往流于形式，不仅限制学生思维的深度发展，也容易削弱学

生的探究兴趣[8][10]。早在三十年前，德里弗（Driver）等人在《理解中学科学》

（Making Sense of Secondary Science）中指出，学生的科学误解（misconceptions）

并非偶然错误，而是一套基于日常经验形成的连贯性解释体系。有效的科学教学

不应试图消除这些“替代理论”，而应促使其被重构——这种重构并非个人层面

的内化，而是在社会化探究语境中，通过对证据的理解与使用逐步实现的[11]。因

此，科学实践活动是连接教材设计与科学核心素养发展的关键环节[12]。

（二）教材中科学实践活动的评价

对于科学教材中的科学实践活动如何呈现，或何种呈现更能促进学习，从根

本上取决于对“科学实践活动”的理解。目前的研究与评价大体呈现出两种取向：

要素型与导向型。前者着眼于科学实践活动的本体结构，关注活动内部包含哪些

核心环节，如观察、假设、实验、证据解释与论证等，被视为科学素养形成所依

托的基本过程；后者则体现一种认识论取向，强调科学实践在教育中的意义与价

值，关注活动的真实性、社会性与情境嵌入。

1. “要素型”取向：基于程序结构的框架分析

“要素型”研究主要聚焦于科学活动的内部结构与技能构成，并常借助不同

理论框架进行开发。例如，有学者基于《德尔菲报告》和《加州批判性思维技能

测试》提出的六大批判性思维要素（阐释、分析、评估、解释、推理与自我调整），

构建了批判性思维在教材中的内容划分[13]。不过“批判性思维”概念范畴相对宽

泛，与科学探究的特定学科语境存在距离。

更具学科针对性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开发的“探究本位任务分析清单”

（Inquiry-based Tasks Analysis Inventory, ITAI）（见表 1）。该框架以科学探究理

念为核心，将教材分析划分为“概念”“探究过程技能”和“对探究的理解”三

个维度共 22 项指标。后续研究发现，国内高中生物教材在探究过程技能的分布

上存在明显不均衡，部分内容忽视了分类、预测、假设与问题提出等探究要素，

反映出教材对科学探究理念的理解不足[14]。尽管该框架在技能分析上具有较高操

作性，但编码上仍依赖有无的二分式判断，难以捕捉教材中探究理解的深层特征。



表 1 探究本位任务分析清单

维度 子维度

帮助学生建构对科学概

念的理解

1. 本任务所涉及的科学概念与课程目标一致

2. 对所涉及概念的理解有助于核心思想的学习

在该任务中，学生预期

应运用以下技能

3. 观察 4. 推论 5. 测量

6. 表达与交流 7. 分类 8. 预测

9. 控制变量 10. 操作性定义 11. 提出假设

12. 解释数据 13. 提出问题 14. 构建模型

该任务文本体现了以下

对科学探究的理解

15. 科学探究都始于问题，但不一定检验假设

16. 科学探究没有固定的步骤或统一的程序

17. 探究过程由所提出的问题所引导

18. 不同科学家执行相同程序可能不会得到相同结果

19. 探究程序可能会影响结果

20. 结论必须与收集的数据一致

21. 科学数据不等同于科学证据

22. 解释基于收集的数据与既有知识的结合

进一步来看，科学探究框架的细化也带来学科差异问题。不同学科“像科学

家一样行动”的方式并不相同——物理、化学、生物学更依赖实验，而天文学、

地球科学等领域则侧重于模型建构与数据推理[15]。由此可见，诸如测量、控制变

量等技能并非所有学科都具备普遍适用性。探究框架若忽视学科特征，反而可能

导致科学实践的形式化。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进一步细化探究技能，而在于

把握科学实践的共性结构——包括探究者的角色、方法的组织、证据的使用以及

知识生成与修正的过程[16]。尤其要避免教材中常见的线性化科学方法表征（观察

—假设—实验—结论），忽视科学实践的多样性与非线性特征[17]。

沙特学者提出的论证驱动的探究技能（argumentation-driven inquiry skills）

框架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问题。该框架从更高层次上将探究过程划分为八

个关键范畴：问题提出、证据使用、学生解释、理论或模型运用、论证与辩护、

分析、联系与反思[18]。然而，该框架以“教师中心—学生中心”作为任务评估维

度，但教材文本并不直接反映课堂行为，因而难以据此判断探究的主导权或学习

取向，解释效度有限。

2. “导向型”取向：基于教育意义的探究观

与“要素型”取向不同，“导向型”研究关注科学实践的教育功能。例如，

安德森（Andersen）从异质性、认知激活、真实性与复杂性四个方面共 11个维



度评价科学教材中活动的“潜能”。其中，异质性关注学习路径与解决方式的多

样化；认知激活强调概念前理解与从复制到创造的认知迁移；真实性关注活动与

现实世界的关联；复杂性关注问题表述及表征形式的多元性。该框架采用从“无”

到“隐性”再到“显性”的等级标记方式，以评估教材任务在多维度导向上的显

化程度[19]。这种显隐评估思路比“教师中心—学生中心”的二分模式更具操作性，

也与科学本质（NOS）研究中常用的显性教学范式一致——即通过显性方式引导

学生进入科学知识与实践的意义世界[20][21]。但是，问题是这四个维度比较虚，

并且没测探究的实质总觉得差点意思。不过，该框架在理论层面仍存在局限：其

维度偏重任务外显特征，对探究的内在机制与学科性理解涉入不足，难以揭示活

动如何在学习过程中促成真正的概念生成与方法迁移。

综上，更为合理的途径是在结构分析上借助“要素型”框架的可测维度，在

价值判断上引入“导向型”的显隐标记方式，从而兼顾教材在科学实践的结构性

与教育潜能。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分析单元

本研究选取美国《Science: A Closer Look》作为分析对象。该教材由麦格劳–

希尔（McGraw–Hill）公司出版，被包括巴林[22]、沙特阿拉伯[23]等国家国家在内

的多国教育部门翻译与使用。《Science: A Closer Look》在体例上对“科学实践

活动”作出了明确划分。其目录中设置“活动与调查”（Activities and Investigations）

专栏，涵盖三类活动：“探索活动”（Explore Activity）、“快速实验室”（Quick

Lab）和“探究技能与调查”（Inquiry Skills and Investigation）。其中，小学一、

二年级未包含“探究技能与调查”部分，且“快速实验室”多为导入性任务，缺

乏完整的探究过程，因而未纳入分析范围。出于研究焦点的统一性考虑，本研究

仅将直接服务于科学探究过程的活动纳入分析。参考现有教材分析的做法

[14][15][18]，本研究将教材中被明确标识为科学实践活动的单元界定为分析单元。

共 344个分析单元。

（二）研究工具



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本研究选取“论证驱动的探究技能”框架[18]，并结合“导

向型”研究常用的“无—隐性—显性”三级标记方式，对教材中的科学实践活动

进行编码。具体而言，“论证驱动的探究技能”框架包括八个维度：①问题（教

材内容推动学生投入科学导向的问题）；②证据（教材内容鼓励学生在回答问题

将证据置于关键位置）；③学生解释（教材内容推动学生从证据中形成解释）；

④科学理论或模型（教材内容推动学生引入科学知识到解释中）；⑤论证、沟通

与辩护（教材内容鼓励学生交流和辩护自己的解释）；⑥分析（教材内容鼓励学

习者分析证据）；⑦联系（教材内容激发学生在解释和科学知识间建立联系）；

⑧反思（教材鼓励学生对自己的论证和辩护反思）。在显隐性标记中，“无”表

示教材未体现该要素或任务指令未涉及此类活动（编码为 0）；“隐性”表示教

材虽未直接表述，但活动过程暗含相应的探究要素（编码为 1）；“显性”表示

教材对该要素有明确指令或独立任务设置（编码为2）。以《Science: A Closer Look》

六年级第 107页的“探索活动”为例：

• 实验目的：单个细胞如何发育为完整生物体？通过观察处于不同细胞分裂阶

段的玻片（即细胞增殖过程），探究这一问题。

• 实验材料：细胞分裂各阶段的预制玻片、显微镜、大张白纸、剪刀、胶带、

索引卡。

• 实验步骤：（1）观察：在低倍镜下观察第一张玻片。先用粗调焦旋钮初步

聚焦，再用细调焦旋钮使图像清晰。能否看到单个细胞内部的细节？若不能，

换用高倍镜重复操作。记录不同细胞内部的细节，轻微移动玻片观察其他细

胞，绘制多个观察示例。对每张玻片重复此过程。（2）交流：对比绘制的

所有细胞图。哪些细胞处于相似的分裂阶段？哪些处于不同阶段？与同伴讨

论。（3）分类：剪下你的细胞图，将形态相似的归为一组。与同学的分类

结果对比，全班共同确定分组标准。

• 得出结论：（4）每组选一张代表性细胞图，粘贴在索引卡空白面。保留索

引卡作为本课后续学习的参考。

• 拓展探究：植物和动物细胞中是否能观察到相同的分裂过程？你认为植物哪

个部位最可能发生这些过程？设计实验验证你的预测。实施实验，并向全班

分享结果。



基于上述框架与等级划分，本研究对该活动进行逐项编码（见表 2）。

表 2 编码案例

维度 编码 依据

1. 科学问题 2 活动以核心探究问题“单个细胞如何分裂形成完整生物体？”为主

线，问题清晰、可检验，且直接指向观察与分析细胞分裂阶段。

2. 证据 2 学生通过显微镜观察多个视野，连续绘制并记录不同阶段的细胞图

像，数据可追溯、来源明确，具备直接证据的特征。

3. 学生解释 1 “比较绘图并讨论阶段异同”环节推动学生形成描述性解释（如识

别分裂期形态差异），但未要求建立分裂过程动态变化的因果机制

解释，解释深度停留在现象层面。

4. 理论∕模型 2 任务要求调用细胞分裂阶段模型作为解释框架，学生在绘图和分组

过程中需基于模型辨识各阶段特征，实现理论的操作化体现。

5. 论证∕辩护 2 论证结构体现科学探究的社会性本质：通过同伴对话实现观点互证

（“与伙伴讨论分类依据”），并依托全班协商确立分类标准（“共

同决定分组方案”），再现科学共同体的知识建构过程。

6. 分析 2 学生对多幅图像进行分类、标注与归类，全班再共同整合阶段序列，

体现出从数据到结构化结果的系统分析过程。

7. 联系 1 “拓展探究”设计促进知识迁移：（1）概念上，思考动物细胞结

论在植物界的普适性；（2）方法上，自主设计实验验证预测（如

比较根尖分生组织与动物胚胎细胞）。但是，没有直接点明连通其

他科学知识。

8. 反思 1 “设计实验检验预测”本质是元认知干预：要求学生审视初始结论

（动物细胞分裂规律）的边界条件，通过植物细胞实证检验暴露原

有解释的情境局限性，促成对论证有效性的自觉评估。

（三）数据分析

为确保编码结果的信度，两位研究者分别对全部样本（n = 344）独立评分，

并开展一致性检验。鉴于评分采用 0–2的序位尺度，本研究使用线性加权 Cohen’s

κ（κ_w）以区分不同程度的不一致。结果显示，各维度κ_w 分别为：科学问题

0.45、证据 0.90、学生解释 0.90、科学理论/模型 0.89、论证/辩护 0.91、分析 0.95、

联系 0.95、反思 0.90。总体平均κ_w为 0.86（范围 0.45–0.95）。除“科学问题”

外，其余维度均达到显著一致水平（κ_w ≥ 0.80），其中“分析”“联系”等维

度一致性很高。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问题”维度一致性相对较低（κ_w = 0.45），可能与该

维度的概念边界相对模糊和文本表征的多义性有关。例如，部分教材活动中问题



既可被理解为情境导入的表层问题，也可视为引发探究的核心科学问题，导致评

分者在判断“是否体现科学问题”时标准略有差异。尽管如此，整体一致性仍处

于可接受范围。对于存在分歧的条目，研究者通过讨论与协商重新审阅文本语境，

直至形成一致判定，从而保证编码结果的准确性与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

使用 SPSS 29.0 软件对各维度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研究结果

在《Science: A Closer Look》中，Life Science单元覆盖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全

部学段，包含三类探究活动类型：“Explore Activities”“Quick Labs”与“Inquiry

Skills and Investigation”。依据前文所建立的“论证驱动的探究技能”

（argumentation-driven inquiry skills）分析框架，并结合“无—隐性—显性”三

级标记体系，对各类任务在八个探究维度（问题、证据、解释、模型、论证、分

析、联系、反思）上的显隐性特征进行编码与统计。本研究对教材中探究活动的

结构特征进行了两层分析：其一，按年级聚合各科学门类，以揭示探究维度随学

段递进的变化；其二，按科学门类（生命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物理科学）聚

合数据，以考察不同学科知识形态下探究结构的差异。

（一）年级层面的特征变化

整体来看，小学科学教材中的探究活动在“证据”和“分析”两个维度上呈

现显著的年级递进效应，而模型、论证与反思等高阶维度依然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这种结构性差异揭示了学生探究能力随学段推进的“基础技能—思维加工—元认

知”层级递进模式，但也反映出高阶思维的教学引导尚不充分。

具体而言，首先，证据维度在高年级获得更强的编排权重与更明确的操作指

令：文本中对“测量—记录—整理”的要求更为清晰，常配合数据表、定量比较

与时间序列观察等版式或步骤提示，均值由一年级的 1.32提升至六年级的 1.83

（活动层相关 r≈0.31），显示教材在“可追溯数据”的呈现上由弱到强、由粗

到细的梯度设计。其次，分析维度随年级稳步增强（均值由 0.92到 1.38），体

现为文本在高年级更频繁地安排“归类—对比—归纳规律”的处理环节，并以表

格化或步骤化语言引导学生完成基础的数据加工；相较证据，其斜率较缓，说明

教材虽增加“处理证据”的任务密度，但仍以入门级分析操作为主。再次，反思

维度虽有提升（均值由 0.44到 0.68），但主要体现为“结论评估”“方法改进”



等提示性语句的增配，真正涉及“普适性检验、边界条件、误差来源、再验证”

等显性元认知要求的情境仍较少，导致 2分反思在版式与任务层面的供给不足。

最后，科学理论/模型与论证/辩护的呈现虽在高年级略有抬升（模型由 0.24到 0.36；

论证 r≈0.10），但整体仍以“观察—描述—结论”的线性叙事为主，较少以明

确指令要求调用学科模型或组织同伴辩护流程；这使高阶要素多以隐含性存在，

未形成与“证据—分析”相匹配的结构化支撑。

就横向结构而论，教材的探究编排呈现出“上游强—中游稳—下游弱”的版

面与任务分配格局：问题引导与证据获取在各册中占比较高、外显度强；分析随

年级增配但以基础处理为主；而模型—论证—高阶反思在文本中多为点状出现、

缺乏流程化与显性化。这一格局揭示的并非学生能力本身的变化，而是教材对探

究要素的供给结构：随着年级升高，教材优先强化可操作、可量化的环节，但在

将证据上接到理论模型、将结果纳入论证流程、将结论置于元认知检验方面，仍

留有显著“编排空白”。

（二）学科门类差异

在不分年级的情况下，三类科学教材在探究维度上呈现出稳定而显著的结构

差异。总体来看，地球科学教材在“模型”与“分析”维度上表现突出，物理科

学教材在”证据“维度上优势明显，而生命科学教材则在“问题引领”与“反思”

维度上较为突出。

地球科学类活动的平均模型得分为 0.52，分析维度为 1.47，均高于其他门类。

其中高分任务占比达 67%，显示地球科学教材更倾向于以系统性主题（如循环、

能量流动、地质过程）为载体，强化数据整合与结构化分析要求。这种设计突出

“系统—变量—关系”的逻辑框架，使模型建构成为活动组织的核心要素。

物理科学教材的证据维度均值最高（1.78），说明其探究任务以操作与测量

为主要特征，强调精确记录与数据验证。然而，其模型（0.08）与论证（0.23）

维度得分最低，表明活动虽注重实验规范，却较少引导学生在理论层面对结果进

行解释或论证，呈现出“重操作、轻建构”的教材取向。

生命科学教材在科学问题（1.90）、联系（0.34）与反思（0.66）三个维度

上领先。活动多围绕生长、生态与人体系统等熟悉情境展开，通过生活化问题驱

动探究过程，从而在问题提出与意义反思方面更具显性特征。然而，其模型（0.27）



与分析（1.34）维度得分均低于地球科学，说明该领域的探究设计仍偏向经验性

与描述性。

总体而言，三类学科教材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结构分工：地球科学突出系统建

模与数据分析，物理科学侧重实证测量与证据积累，生命科学强化情境联系与反

思引导。这种差异反映出不同学科知识形态在教材探究设计中的迁移方式，也揭

示了当前小学科学教材在“模型—论证—反思”链条上的整体薄弱与学科间的不

均衡分布。换言之，虽然探究活动总体上体现出从经验性向理论化的递进逻辑，

但高阶维度的薄弱及不同学科间的不平衡表明，教材在支撑学生从“做探究”迈

向“理解科学”的过程中仍存在明显断层。未来教材修订可在三方面强化设计：

其一，建立模型与论证的递进梯度，使学生能在不同年级逐步接触并应用科学解

释框架；其二，提高反思性任务的显性度，通过自我质询与方法改进环节促进元

认知生成；其三，在不同科学门类中构建“共通的探究逻辑”，以避免探究经验

在学科间割裂。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揭示的小学科学教材探究活动在结构递进与学科差异上的双重特征，

反映出当前教材设计在“可操作性”与“概念性”之间的张力：低年级偏重经验

积累与过程规范，而高年级虽强化了证据与分析，却未能充分建构通往模型与论

证的路径。这一结构性失衡使探究逻辑呈现“前重后轻”“显低隐高”的形态，

学生在具体任务中虽能掌握实验步骤，却难以形成科学推理的内在结构。为此，

教材与教学实践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

首先，应在教材编排中确立“模型—论证”递进主线，形成从证据到解释的

教学梯度。教材可在不同年级设置“解释链条”的渐进任务，如在四、五年级阶

段引入简化模型的构想活动，在六年级系统呈现理论解释与辩护任务，使学生逐

步体验科学建构的逻辑，而非停留在操作与描述层面。特别是在地球与物理科学

模块中，应将实验结果与学科模型更紧密衔接，通过比较与可视化方式帮助学生

理解模型的解释功能。

其次，应提升“反思”与“元认知监控”的显性度，在活动设计中嵌入自我

评估与方法检视环节。教材可在每单元活动结尾提供反思模板，如“我的假设与

结果一致吗？”“还有哪些变量可能影响结论？”“如果重新实验，我会改进什



么？”此类提示既能引导学生对思维过程进行再认识，也能在教学中培养科学探

究的自我修正意识。

再次，应在不同科学门类之间构建共通的探究逻辑框架。当前三类科学教材

的探究结构各有优势，但缺乏横向迁移性。未来教材可在学科间统一探究要素的

表现形式与层级指标，使学生在跨主题学习时能识别并沿用一致的科学思维模式。

例如，可在生命科学中强化证据—论证路径，在物理科学中补充反思与模型生成

任务，在地球科学中增加问题引领与社会情境联系，以形成整体连贯的探究素养

培养体系。

最后，从教学实践角度看，教师的任务不应仅是引导学生完成教材活动，而

在于重构探究情境的认知支撑。通过补充解释性提问、可视化建模与小组辩护环

节，教师可以弥补教材在高阶维度的不足，促进学生从“执行性探究”过渡到“解

释性探究”。这种转向不仅关乎任务设计，更关系到科学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能

否真正实现由“技能导向”向“思维导向”的转变。

综上，教材探究设计的优化应立足于探究逻辑的系统建构，而非单纯的任务

堆叠。唯有在“证据—模型—论证—反思”的循环体系中，学生的科学思维与探

究能力才能实现从经验积累到概念理解的质性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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